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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0 年以來，開放政府在全球已形成一股治理風潮，相對於現存文獻聚焦於

開放政府的前端機制，本文以我國 2014 年後的開放政府革新為研究範圍，探討我國

政府部門在後臺（組織內部）所採取的變革策略。透過 21 位開放政府業務承辦人

員、單位主管與研究人員的訪談資料，本文分析了公共機構在制度與結構、作業流

程與組織成員認知等三個層次的組織變革策略，呈現公共組織為因應透明、參與與

協力等開放政府機制的推行，所採行的變革策略。同時，亦歸納與比較不同開放政

府機制下的變革策略，闡述不同機制所追求的價值與公共組織所推動的變革策略之

間的關聯性。本研究藉由分析多種開放政府機制，嘗試為開放政府的研究領域，帶

入公共組織內部運作的觀點，進而連結現有開放政府研究與組織理論，深化學界對

開放政府在公共組織內部如何形成及如何運作等問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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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巴馬政府在 2009 年頒布了《開放政府綱領》（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

作為美國各級政府推動開放政府革新的指導原則，闡釋了開放政府的價值如何與行

政運作相互嵌合，並在國際上掀起一波「開放政府運動」的改革浪潮（Meijer et al., 

2012）。臺灣在經歷 2014 年的 318 學運後，政府為回應臺灣民主與治理轉型的重大

挑戰，提出許多具備開放政府精神的改革措施，例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vTaiwan」、「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JOIN）」與「開放政府聯絡人」等，這些措

施顯示開放政府將擔綱我國這波民主治理轉型中重要的一塊拼圖（呂育誠，2017；

黃東益，2017）。綜整目前開放政府主要的研究焦點，包含開放資料的實施動機與執

行障礙（楊東謀、吳怡融，2019；羅晉，2015；Barry & Bannister, 2014; Janssen et al., 

2012）、開放政府革新下的公共諮詢或公共參與機制的發展與執行（蘇彩足，2017；

Evans & Campos, 2013; Schmidthuber et al., 2017）、開放式創新（如黑客松）的價值

產出與方案評估（Mergel, 2018; Yuan & Gasco-Hernandez, 2021）等。然而，目前針

對開放政府的實證研究，尚缺乏一個橫跨不同開放政府機制的觀點，多數研究都僅

以單一面向或個案（例如透明價值的政府開放資料）作為分析對象。 

除缺乏一個橫跨不同開放政府機制的觀點外，開放政府作為一套新的行政革新

論述（Blasio & Selva, 2016; Ingrams et al., 2020），若要產生具體的改革成果，則需更

深入地從組織的角度，探討開放政府的各項價值與公共組織間的互動與運作。更進

一步闡釋，正如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創建者之一

的 Weinstein 教授（2013, p. 5）所言，開放政府運動其中一項目標在於「讓發展中國

家得以擺脫由西方主導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架構，並轉而讓國內改革者與行

動者分享他們的故事」。奠基於開放政府「變色龍般」（chameleon-like）的特質，推

廣開放政府的國家與國際組織相當強調開放政府在實務推動上的「靈活性」，以融入

不同政治與文化條件（Ingrams et al., 2020, p. 269）。除此之外，部份對於開放政府運

動的批評則認為，開放政府運動落實的範圍、過程與最終目標之間具有很大的落差；

也就是說，開放政府政策很可能僅僅是膚淺的、象徵性政策的實現，無法以實質的

形式解決問題（Chatwin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認為，從組織角度切入開放政府

這項議題，除了可以跳脫過度重視通則化機制的窠臼，呼應開放政府運動所倡議的

「擺脫最佳公式、重視實踐脈絡」的原初目標，亦可以探討開放政府在行政機關內

是如何被落實，而非止步於瞭解象徵性的政策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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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共管理革新（public management reform）的角度來看，組織觀點也是瞭解

一項政策是否得以被實踐的重要元素。Pollitt 與 Bouckaert（2011, pp. 11-15）將公共

管理革新區分為「談論-決策-實踐-結果」（Talk-Decision-Practice-Results）等四個層

次。前兩個層次（談論、決策）所涉及的革新較為淺層，意指公眾與決策者如何講

述新的公共管理革新所包含想法與方案；後兩個層次（實踐、結果）則反映出革新

的深化，代表公共組織將革新方案納入組織運作，並產出實際的改革成果。因此，

儘管現有開放政府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就開放政府價值的實踐而言，除了學

界、實務界或社會大眾較為注重的開放機制的「前臺」設計（談論、決策），若無公

共組織這個「後臺」在制度設計與執行的配合（實踐、結果），任何的變革或政策都

將落空。1 

為彌合上述學術與實務缺口，本文參考 Leavitt（1965, p. 1144）所提出的三個組

織變革途徑，將從宏觀層次的組織制度與結構、中觀層次的作業流程與微觀層次的

人員態度等三個面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公共機構如何運用制度、流程上的調整，

以及轉化官僚人員的態度與認知等組織變革策略，來推動開放政府革新？在不同的

開放政府方案上，所採取的變革策略有哪些不同？ 

以下將先檢閱文獻以釐清開放政府中的不同內涵與機制，接續說明公共組織的

不同變革層次。第四部分與第五部分則為研究設計與實證資料分析。最後依據研究

發現做成結論與建議。 

貳、開放政府的內涵與機制 

有關開放政府定義的主流看法承繼自《開放政府綱領》中所列出的核心原則：

透明、參與、協力。例如 Evans 與 Campos（2013）認為，開放政府是建構在資訊科

技的背景下，讓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之間透過參與和協作進行對話。Wirtz 與 Birkmeyer

（2015）認為開放政府包含了政府的透明、協力和參與行動，並在現代資訊和通信

科技的支持下，將公民和社會團體納入政治過程，以提高行政效率與效能。同樣地，

                                                 
1  Back office 最直接的翻譯應為後勤辦公室或後勤部門，然而本文為了凸顯組織中「後臺」（意

指公共組織的制度設計與執行配合）與「前臺」（意指開放政府的價值與方案）之間的對比，

故將 back office 翻譯為「後臺」，而非直譯的後勤部門或後勤辦公室。 



4 行政暨政策學報 

Blasio 與 Selva（2016）也將開放政府區分為透明、參與、協力等三個面向，並認為

開放政府不同於過去的官僚層級節制傳統，而是更強調協力治理與審議民主途徑。

在以上基礎上，Gil-Garcia 等人（2020）重新盤點開放政府的相關文獻，認為開放政

府是由資訊可用性、透明、協力、參與以及資訊科技五個面向所構成，而資訊科技

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聯繫橋梁，因為資訊科技可以用來實現更好的資訊可用性、透明

度、課責，同時也是一個強大的公民參與工具。有別於上述的主流觀點，部分的研

究嘗試重新檢視開放政府的概念。例如 Abu-Shanab（2015）挑戰了過去研究多以「透

明」、「參與」與「協力」作為三個主要分析支柱（pillars）的現象，認為開放政府屬

於電子化政府的一種延伸與創新，以高品質公共資訊的便利取用為起點，結合課責

與公私協力，最終走向公民的賦權。然而，如前所述，開放政府定義上的模糊，雖

有益於讓個別國家在推動時得以彈性調整政策作為，卻也使得學術研究者較難針對

其所包含的內涵與機制形成具共識性的定義。 

因此，本文的核心目的並非嘗試重新提出一個開放政府的統合架構，而是立基

於現有開放政府主流研究下的分類，針對我國的個案進行初步盤點與劃分，以確保

後續分析不至於失焦。綜合不同研究者的定義與觀點，現有開放政府研究的主流觀

點多可以肯認，開放政府在概念上至少包含透明、參與、協力等三項核心價值（Blasio 

& Selva, 2016; Gil-Garcia et al., 2020; Lathrop & Ruma, 2010; Wirtz & Birkmeyer, 2015）。

此外，由於實質的行政革新才是開放政府對政府治理產生重大衝擊之所在，因此晚

近的研究開始呼籲研究者不能僅止步於探討開放政府的抽象概念與價值，而要從實

證的角度去評估政府採納開放政府後所形成的政策與政策所造成的影響（Park & 

Kim, 2022）。是以，本段落除了將依序討論開放政府所涵蓋的「透明」、「參與」與

「協力」等三項價值，也將更進一步說明不同價值底下的推動機制。 

一、透明 

開放政府的第一個核心價值是透明。在開放政府的運作機制中，透明價值的實

踐可以分為兩個主要的類別：政府資訊公開（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與

政府開放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首先，政府資訊公開在開放政府綱領之前就

已發展多時，早在上個世紀，北歐部分國家就已經制定了政府資訊公開的相關措施，

而隨著英國與美國陸續在 2000 年前後制定了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政府資訊公開這項價值，逐漸滲透入全球政府的政治議程當中（Žuffová, 

2020）。在資訊公開法案的規範之下，各國政府在法律上有義務將重要公共資訊，例

如公共預算、人事任命與工程招標等，在期限內提供給社會大眾審視、監督。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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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於 2005 年制定了《政府資訊公開法》，作為政府資訊公開與分享的法制基礎。 

除了資訊公開之外，從近幾年開始，政府開放資料成為開放政府中的一項「旗

艦型」創新，許多政府開始將內部資料公開到開放資料平台予民眾、企業或非營利

組織下載使用（Lourenço, 2015）。上述開放資料的機制，除了具備資訊公開所產生

的課責功能之外，也同時追求資料再應用的經濟與社會效益（Janssen et al., 2012; 

Lourenço, 2015）。有研究者認為，相較於政府資訊公開，開放資料讓公民可以參與

並協作公共事務，成為公共問題的解決者，也更容易達到政府的公共課責（Attard et 

al., 2015; Janssen et al., 2012; Noveck, 2017）。因此，政府開放資料可說是涵融了政府

資訊公開的內涵，並在資通訊科技的運用下，發展出多元目標。更具體而言，政府

開放資料是現代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下的產物，除原有的政府課責價值之外，也希

冀公民或非政府組織藉由大量政府原始資料（raw-data）的開放，來創造額外的價值。

政府開放資料也特別重視公開資訊的格式（例如機器是否可讀）或品質（Vetrò et al., 

2016），並認為政府開放資料可以作為開放政府中參與跟協力價值的基礎（Meijer et 

al., 2012; Noveck, 2017）。 

二、參與 

開放政府下的參與可以被理解為經由討論和審議，使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

藉此創造對政府更多的信任，並提高決策品質及公共價值（Wirtz & Birkmeyer, 2015）。

除了傳統的公民參與，在開放政府的參與機制上，最廣為人知的即是線上公民參與

平台，例如「美國白宮請願網」（We the People）、「英國國會電子請願平臺」（e-petitions）

或我國的「JOIN 平台」等。雖然不同國家會依照需求而制定不同的流程與規範，但

歸納而言，其中仍有共通的運作邏輯可循。公民可以在線上參與平台來進行提案，

提案經過初步的審查後，會開放其他公民在網站上進行連署，當連署數量通過一定

門檻時，行政當局即有公開回應的需求與壓力。 

此外，與過去的公民參與機制相比，開放政府在理論與理想層面上，更重視、

也更強調「審議」（deliberation）精神的引入。Evans 與 Campos（2013）認為，開放

政府的最終目標是讓公民可以理解複雜的政策問題，從而促成有意義的政策審議途

徑；也就是說，過於去脈絡化的政府資訊公開或是形式上的虛擬流程，並無益於達

成開放政府的核心精神。因此，除了公民會議、願景工作坊、公民陪審團、公民論

壇以及參與式預算等實體的公民參與活動外，在資通訊科技的配合應用之下，虛擬

的線上審議活動，也被研究者視為開放政府的其中一項推動方案（Bingham, 2010; 

Deligiaour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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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力 

協力價值在開放政府中的定義，多是指涉將公民（尤其是具備特定專業能力的

公民），視為政策問題的解決者（problem-solvers），並在資通訊科技的協助下，為政

府政策做出創新貢獻（Mergel, 2015; Noveck, 2009, p. 13）。因此，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群眾募資（crowdsourcing）或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等機制常被歸

類於開放政府的協力架構之下（Mergel, 2015, 2018; Shanley et al., 2019）。其中，最

為常見的開放政府協力機制，即是帶有獎勵制度的各種「競賽」，例如舉辦公民黑客

松（civic hackathons）競賽或建置線上協力平台「Challenge.gov」等。在過去的研究

中發現，黑客松等開放政府創新可以為社會帶來實質成果，並提升民主課責與程序

合法性（Yuan & Gasco-Hernandez, 2021）。綜整來看，與「參與」價值有所區別，開

放政府的協力價值，更著重於公民如何與政府合作，共同針對現有政策問題提出解

決方案，或是與公共組織「合產」（co-production）特定的公共服務並參與政策遞送

的過程。同時，在資通訊科技的協助下，公民得以共同生產公共服務，在過程中更

可以與行政機關共同規劃甚至執行政策選案，而非單純如參與機制般僅是提出政策

上的需求。 

開放政府的透明、參與跟協力三項核心價值，可以被視為建立在過去的價值基

礎之上，並涵融了新的價值。例如基於透明價值所推動的政府開放資料，除了原有

的課責價值之外，也講求資料加值運用後可能的經濟效益；基於參與價值所推動的

參與式預算，除了公民參與的精神外，也更重視審議民主的效果；而基於協力價值

下所推動的黑客松，除了公私部門間的協作外，也更強調在資通訊科技的輔助下，

政府可以更積極地將公民納為公共服務的其中一位生產者。表 1 整理了本研究目前

劃定的開放政府價值與常見的實作案例與前端機制，下一個段落則將從組織變革的

角度切入，說明公共組織在組織變革上的不同層次。 

表 1 

開放政府三項核心價值比較 

核心價值 定義 實例 / 機制 

透明 
政府系統性且即時地發布資料，並藉由立法機關、

媒體、非政府組織的有效監督，確保公眾獲取資訊。 
政府資訊公開、政府開放資料 

參與 
政府藉由討論和審議使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

提高決策品質及公共價值。 

線上審議、JOIN 平台、參與式

預算 

協力 

政府將公民視為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者，在資通訊

科技的輔助下，在政策輸送的過程中與非營利組

織、企業和個人共同提供公共服務。 

公民科學、群眾募資、黑客松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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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組織變革的不同面向 

儘管政府的諸多改革措施都對於國內甚至國際社會造成重大影響，但與關注私

部門管理的研究者相比，公共管理的研究者顯得較少探究「組織變革」這個不斷反

覆出現在改革實務中的主題（Fernandez & Rainey, 2006）。綜整上述有關開放政府的

英文文獻可以發現，現有研究多是描述該政策如何被執行，缺乏公共組織如何因應

這項革新的觀點。然而，開放政府作為一個可能挑戰過去行政典範的治理機制（Blasio 

& Selva, 2016; Ingrams et al., 2020），公共組織如何應用不同層次的組織變革策略，

在組織當中涵納與實踐開放政府的多元目標，係屬一個具有學術及實務價值的研究

缺口。因此，本段落即以開放政府這項近期的革新措施為研究客體，據以從組織變

革的觀點，從宏觀、中觀與微觀等三個層次，說明不同層次變革的關注焦點與分析

單位。 

一、宏觀層次：組織制度與結構的變革 

在公共組織當中，組織制度是形成組織結構、權責分配的先決要件，而組織結

構則可以用來定義與塑造組織內不同部門間的關係（Ashworth et al., 2009）。由於開

放政府強調要將公眾放在政府局處的中心地帶，並重視透明、參與和協力等「分權

原則」，這些目標可能會與官僚機構固有的保密性、專業知能與規範的「集中原則」

相互扞格（Kornberger et al., 2017）。因此，在實務運作上要落實「以公民為核心」這

項價值，即需要對組織規章制度與組織結構等宏觀層次的組織要素進行調整。例如

Altayar（2018）以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近年來推動的政府開放資料方案為例，發現政

府機關透過調整自身的組織結構，來符合外部制度壓力的需求（例如國際組織的結

構安排、國際績效指標等），進而提升機關的合法性與穩定性。更具體而言，在沙烏

地阿拉伯推動開放政府的核心計畫「沙烏地阿拉伯 2030 年願景」（Saudi Vision 2030）

中，即新設與重組了多個政府機構，如策略管理委員會與策略管理辦公室等組織，

來提升政府內部推動開放政府方案的協調性（Arab News, 2006）。同樣的，墨西哥的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也屬於一項開放政府運動下的制度變革例證。為達成開放政

府的目標，墨西哥政府創制了「開放與參與式支出」（Open & Participatory Spending）

相關法規，以提高政府的課責性與透明度（Sandoval-Almazan & Gil-Garcia, 2016）。

以上案例顯示，政府可以透過組織制度與結構的重組與再造，達成授權或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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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進而有效地推動開放政府革新。 

二、中觀層次：作業流程的變革 

組織流程的變革研究主要是發源於私部門領域，研究者將組織流程視為「在工

作活動中，人員、材料、能源、設備與程序之間的一種邏輯安排」，並聚焦在如何改

善無效率的工作流程，以及管理新技術（例如資通訊科技）帶來的流程變革（By, 

2005）。在 1990 年代後，許多政府的改革運動也開始倡議要針對顧客（公民）的需

求，提供公共服務與服務流程的重新設計，因此業務流程再造的內涵與精神，亦逐

漸被許多公共管理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所吸納與重視（McAdam & Donaghy, 

1999）。在開放政府的研究中，Lourenço（2015）比較了澳洲、加拿大、法國、紐西

蘭、新加坡、美國與英國等 7 個國家的政府資料開放網站，認為要達到政府開放資

料的透明與課責等目標，需要在行政課責的流程上進行再造，將所開放的資料與資

料的課責對象加以連結；也就是說，權責單位需將政府開放資料納入行政課責中的

一環，而非將其裂割為末端的文書作業。因此，公共組織在中觀層次的分析單位可

包含「非制式」的組織作業流程，公共組織會嘗試推動內部的流程再造，以回應開

放政府革新下的需求與挑戰。 

三、微觀層次：人員認知的變革 

以人員作為分析單位的微觀層次，在組織變革研究中，擁有最豐富的研究成果。

微觀層次的變革觀點認為，公共組織可以藉由教育訓練、知識分享等形式，來轉化

組織內的不同層級人員對於變革的認知，提升人員對於組織變革的支持與參與，推

動成功的組織變革（Hameed et al., 2019）。在現有的開放政府研究中，公共組織內的

人員對於推動開放資料的感知與態度是備受重視的議題。官僚人員可能會基於擔心

資料開放後被濫用（Yang & Wu, 2016）、資料開放後可能的課責風險（Barry & 

Bannister, 2014; Huang et al., 2020）與既有的層級壓力（Wirtz et al., 2016）等因素的

影響，而抗拒政府開放資料策略的推行。因此，除了透過宏觀的制度調整與中觀的

流程再造之外，有研究認為可以在公共組織之內，鼓勵公務同仁積極向外與重要的

利害關係人建立網絡，持續吸收新的價值、觀念與技術，以促成更全面的變革（Ruijer 

& Huff, 2016）。表 2 歸納了本文不同的分析層次、分析單位與分析要素。總結而言，

本文將依循制度、流程與人員等三個分析單位，探討公共組織如何藉由這三個層次

的變革，來推動開放政府政策。各個層次下的分析要素則為本文後續編碼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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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組織變革的三個分析層次 

層次 分析單位 分析要素 

宏觀 制度與結構 組織內的法令規章、作業要點、組織辦法等 

中觀 流程 組織內的工作流程、服務遞送流程等 

微觀 人員 組織內人員的認知、態度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研究設計 

本文所探究的核心在於官僚內部的變革，而非外在機制的執行，故屬於較為隱

晦的研究議題。在此考量下，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以

下說明取樣的個案與訪談對象以及分析策略。 

一、研究個案與訪談對象 

本文依循開放政府功能的主流觀點，將開放政府功能分為「透明」、「參與」與

「協力」三類，並挑選相關個案的主管或承辦人員進行訪談。在個案選取部分，由

於開放政府的個案種類繁多，因此本文採用「強度抽樣」的策略，意即抽取具有較

高資訊密度的個案進行研究（陳向明，2002，頁 141-142）。本研究自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的新聞稿、報章雜誌等媒體報導、政策白皮書、行政院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

方案等政策文件，挑選出運作時間較長，且較具規模與重要性的個案進行分析，同

時在每次訪談的最後，亦會請受訪者推薦可供訪談之個案。表 3 整理本研究挑選的

個案與個案屬性，共計挑選 12 個不同個案，並訪談了 21 位公共機構內的開放政府

業務承辦人員、單位主管與研究人員。受訪者資料則請參見附錄一，本文將透明類

別的訪談對象編碼為 A、參與類別為 B、協力類別為 C。 

綜覽本研究所蒐集到的研究個案，雖然執行機關與推動的議題不同，但其推動

的過程仍可高度回應本文在文獻檢閱處所歸納的三項開放政府核心價值。首先，在

「透明」面向上，本文挑選 6 個政府開放資料個案，包含 5 個中央機關與 1 個地方

機關。本研究所選取的開放資料個案雖在業務具有相當的異質性，包含農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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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財政與環境等，但在推行的機制與價值上仍可歸類於相同類別，故可在一個

共同的比較基準下進行分析。此外，有 3 個個案屬於「參與」類型，包含臺北市政

府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與 i-Voting，以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建置的 JOIN 平台，這些

機制都包含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的內涵與精神。需要說明的是，在 JOIN 平台上的個

案，本研究除了訪談 JOIN 平台建置時的承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外，同時也

選取在 JOIN 平台上曾辦理過民眾提案的不同機關（經濟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與

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等）進行訪談，以確保資料蒐集上的變異性與完整性。最後在

協力面向上，本研究挑選了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青年好政 Let’s talk 與臺北市家暴

風險地圖等三個個案，上述三個個案在執行上均強調讓公民高度涉入公共服務的產

出過程，例如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讓一般民眾共同紀錄國內交通現況所衍生的動物

死亡案例、青年好政 Let’s talk 則讓青年在校園內透過審議民主的方式探討重要的校

園或社會議題、臺北市家暴風險地圖則是資料科學家與社會工作者共同協力完成的

一項重要個案；這三項協力個案，雖然主題大相徑庭，但其推動過程與核心內涵均

與開放政府的協力價值高度相關。 

表 3 

研究個案彙整表 

價值 個案 主管機關 參考資料 

透明 

農委會開放資料 農業委員會 https://data.coa.gov.tw/ 

交通部資訊匯流平台 交通部 https://ticp.motc.gov.tw/ConvergeProj/index 

衛生福利部開放資料 衛生福利部 https://dep.mohw.gov.tw/DOIM/lp-928-114.html 

財政部開放資料 財政部 https://www.mof.gov.tw/multiplehtml/1477 

環境資料開放平台 環保署 https://data.epa.gov.tw/ 

臺北市資料大平臺 臺北市政府 https://data.taipei/ 

參與 

JOIN 平台 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join.gov.tw/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臺北市政府 https://proposal.pb.taipei/publicV2/ 

臺北市 i-Voting 臺北市政府 https://ivoting.taipei/vote 

協力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https://roadkill.tw/ 

青年好政 Let’s talk 教育部 https://www.youthhub.tw/ 

臺北市家暴風險地圖 臺北市政府 https://www.dvsa.gov.taipei/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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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途徑：模板式分析 

本文採用模板式分析（template analysis）作為主要的資料分析途徑，模板式分

析嘗試在高度的結構化分析與研究者的彈性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並且常被用於組織

研究等相關領域（例如 Kenny & Briner, 2010; King, 2012; King et al., 2018）。模板式

分析的研究者在資料蒐集之前，會先基於理論、研究傳統或先驗知識等預先提出一

組彈性的編碼簿與分析主題（theme），並應用分析模板辨識文本資料中有意義的內

容；同時，模板式分析也允許研究者透過文本資料中的詮釋，彈性地修正原有的分

析模板與編碼簿（Miller & Crabtree, 1999, pp. 21-22）。除此之外，有別於常見的紮根

理論分析途徑，模板式分析具有更高程度的靈活性，因此研究者不需要硬性地受限

於一套嚴格的資料蒐集與編碼程序（如 Corbin & Strauss, 2015），而是可以更開放式

地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需求加以調整。整體而言，模板式分析大致包含為三個重要

特徵：1. 編碼結構的靈活性；2. 先驗主題（prior theme）的運用；3. 初始模板（initial 

template）的運用（King, 2012, pp. 428-429）。 

本文採用模板式分析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由於本文所選定的開放政府主題，

其在現有學術研究中已有形成初步的理論類別，例如透明、參與、協力等，因此在

個案挑選時即依照其個案性質進行初步的劃分。其次，從本文關於組織變革的文獻

檢閱處中可以發現，現有組織研究對於組織內部層級的劃分亦屬清楚與完整，不同

層級（或稱主題）所包含的元素也有初步的歸類（請參表 2）。因此本文在編碼時即

是將表 2 所提內容視為編碼時的「初始模板」，用以辨識表 2 中所提及的重要元素；

但與此同時，本文也根據所蒐集到的資料，保留在初始模板中納入其他元素的彈性，

同時初始模板的三項分類（主題）亦是可以調整與變更。最後，相對於紮根理論或

民族誌等研究者所強調的，透過資料之間的「持續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s）讓

理論主題得以浮現（Corbin & Strauss, 2015, pp. 28-30）；本文選擇模板式分析這項途

徑，則可以嘗試在已經高度結構化的組織議題中，提出「較不結構化」的詮釋。 

綜合以上三點，模板式分析對於本文應屬一項適當的資料分析途徑，就具體的

執行步驟而言，本研究會先聯繫該個案的執行或承辦單位，由承辦單位內部選定適

合的單位主管或承辦人員接受訪談，以確保人選對於個案執行充分瞭解。每次訪談

時間約 1 小時至 2 小時之間，採半結構式訪談，在既有的訪談大綱下，訪談者可再

透過追問的方式，請受訪者補充不同細節，訪談大綱請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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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組織面對開放政府的變革策略 

本段落將歸納訪談的結果，依次說明不同的開放政府機制（透明、參與、協力）

在公共組織不同組織層次上所推動的變革策略，最後再針對不同開放政府所推動的

策略，進行綜合性的比較。 

一、組織內部透明機制的變革策略 

開放資料是開放政府透明價值最具體的展現，本段落的分析客體將是以政府開

放資料這個方案為主。 

（一）制度 / 結構層次：制度先行、彈性編組 

在組織制度與結構變革部分，本研究歸納了兩項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時的變革策

略：「設立辦法與作業要點」與「成立開放資料諮詢小組」。首先，依法行政是公共

組織的重要價值，因此，當公共組織要能夠運作開放政府內的具體機制，首要策略

即是透過「制定作業要點」的方式，提供執行上的依據。在政府開放資料上，中央

層級的各級政府機關，多會依循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定的《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

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制定符合機關內部架構與工作需求的作業要點，作為承辦

人員在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時的指引與規範。例如在財政部的案例中，「我們就先部長

核可，訂定財政部政府資料開放的行動策略，成立推動小組，然後我們推動策略裡

面就有…推動體制」（A5）。除了中央機關外，地方層級的臺北市政府也提出極為相

似的制度變革辦法，由研發考核委員會訂定政府開放資料的執行原則，使各局處在

上位的執行原則授權下，訂定機關內部的作業流程與辦法。 

要點這部分，我們在市府這一端是研考會那邊有訂定一個，開放資料的一

個原則啦，那這部份我們資訊局會再 follow，像剛剛有提到我們會再 follow

這個原則下去，訂定相關的一個規範跟 SOP（A3）。 

第二項組織制度與架構方面的變革策略，則是在原有的組織架構之外，建立彈

性的臨時性任務編組，來推動政府開放資料的業務。基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立的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現在我們各級機關也都有那個政府資料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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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小組的設置，我們也是透過這樣的機制在運作」（A6）；從法規上來看，行政院

及中央二級機關需要設立由機關代表與民間代表共同組成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用以擬定與指導機關內的開放資料策略，以及進行跨機關的權責協調。台北市

政府的開放資料也有類似的任務編組，例如「在開放資料組的部分就是，我們這部

分主要就是有像是一些資料公開的制度的一些政策的研擬，能夠透過這些外部專家

來共同檢視市府開放資料的一些政策，甚至他們從外部帶入一些外部的需求進來，

然後讓我們知道，那個外部其實有針對這些資料有這樣的需求，那我們可以透過這

樣的平台，去跟跨局處的去溝通跟協調，去看他們能不能釋放出這些資料」（A3）。

上述策略彰顯了開放資料諮詢小組的內部與外部功能，其內部功能可以包含機關內

部的跨單位權責協調、教育宣導的執行與例行性的業務進度管控等，而外部功能則

可包含引介外部需求，或可更進一步作為政府開放資料的正當性基礎。 

（二）流程層次：應用自動化技術、結合現有管考制度 

在流程變革策略上，本研究歸納出兩項政府開放資料時運用到的策略，分別為

「推動流程自動化」與「管考制度稽核」。首先，自動化產製、更新與檢核開放資料

的資訊系統，已被多個機關應用在實務的流程之上，而應用程式介面（API）間的串

連，也廣被運用於跨機關間自動性、即時性的資料交換。因此，從行政機關的角度

來看的話，「open data，我們都希望是能夠即時性，而不是透過我們的人，我們人工

去整理已經不對了，慢慢資料品質要提升，因為大家要整理資料才開放，一定也不

夠動態、不夠即時，外面沒辦法應用，所以我要講的就是盡量系統化，就是能夠系

統自動產生 open data直接就 open，直接透過 API的方式連結之類的，盡量自動化，

減少人工」（A4）。流程自動化的推動，也呼應近年來開放資料發展評估的趨勢，越

來越重視資料集數量與資料集品質這兩項指標的兼顧（Vetrò et al., 2016）；在這個趨

勢下，流程自動化可以提升開放資料產製的效率與品質，使承辦人員從繁瑣的資料

整理過程中暫時獲得解放。除此之外，因為「公務人員尤其是基層的流動率很高，

你可以想像得到你的系統所有陳舊的東西都是非常 vulnerable，可能人一變動離開，

他可能交接的東西沒有交接清楚，那可能資料馬上會有狀況。那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系統當然需要自動化去稽核這個資料有沒有送來有沒有斷掉」（A2）。 

除了流程自動化之外，為了使政府開放資料能夠長期性地鑲嵌在機關的運作之

中，將這項新業務納入既有的管考機制以確保執行上的效率與效能，則成為一項重

要的流程變革策略。由於政府所釋出的公眾資料可能包含具機敏性、或是他人易識

別的隱私資料，因此仍需要透過人工審核，落實去識別化原則。舉例來說，機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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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業務單位在上傳開放資料之前，管考單位與資訊單位會「共同檢視相關的一個

就是，資料有沒有一些記名性的問題去做討論，那機關在這部分會去做把關，那在

上傳資料前，也會有相關的作業流程就是，在檢視之後可能會有，一層是需要管考

的」（A3）。因此，將開放資料業務納入管考流程能為政策的推行帶來效益，確保開

放資料的品質、機敏資訊的去識別化，以及後續資料集的持續更新與維護。 

（三）人員層次：向下訓練、向上說服 

在人員變革部分，承辦人員教育訓練與首長教育訓練等兩項策略，都是機關在

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時，所時常提及與運用的方法。首先，由於政府開放資料的業務

涉及資訊與一般性業務人員，機關日常業務資料蒐集與整理的任務多半也會落在一

般性業務人員身上，這些承辦人員即是教育訓練的關鍵對象。例如「以社家署來講，

他們可能大多數的人都是社工，那社工不見得會懂資訊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在教

育訓練的這個過程中，要給他們一個觀念就是說，這個東西[註：資料]是你們人看

OK，但是我們程式也可以看得懂」（A4）。因此，針對承辦人員舉辦教育訓練的目的，

即在於盡可能地使業務人員與資訊人員「同步化」（synchronizing），使政策推動得以

順遂。同時，行政機關也「希望透過教育訓練還有一些方式，去讓局處能夠明白了

解開放資料的精神」（A3）；換言之，有部分教育訓練的目標在於轉化人員對政府開

放資料的態度與想法，進而減少可能產生的內部抗拒。 

其次，高層管理人員對於改革的支持與承諾已經被大量的文獻證實為組織變革

的核心要素（Fernandez & Pitts, 2007; Fernandez & Rainey, 2006）。因此，有不少受訪

者強調「向上管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要跟機關首長或直屬長官說明開放政府方案

的價值，爭取主管的政治支持。有別於承辦人員的教育訓練模式可能會較強調技術

性的資料規格或標準作業程序等，針對首長的教育訓練則更著重於提升機關首長對

於政府開放資料的核心概念與精神的理解。一位受訪者以自身部會為例，表示當初

在推動過程中曾經「請唐鳳政委來演講開放政府的一些概念，那次我們就是用 slido

讓大家提一些問題，那因為我們的首長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年紀，他們第一次體驗這

種匿名提問的方式，而且唐鳳政委的回應又是非常機智，溫暖幽默，那次讓他們耳

目一新，就說這個開放政府在講這個，那我們以後盡量幫忙」（A1）。可見，透過邀

請開放政府的決策者或學者專家舉辦座談活動，機關首長能夠更清楚開放政府的策

略與政策目標，進而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與所需的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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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對應參與機制的變革策略 

開放政府的參與機制在推動上較為多元，其核心元素主要為讓公民決定部分的

政策議程，以及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本研究所挑選的個案主要為中央政府所推動

的 JOIN 平台與臺北市政府的參與式預算與 i-Voting。 

（一）制度 / 結構層次：設定辦法與作業要點 

在制度變革方面，與政府開放資料的發現雷同，本文發現當機關內部要推動公

民參與，即需要設立相關的辦法與作業要點，做為公民參與推動時的法制基礎。對

於行政機關來說，「制度化有個好處，就是大家有規矩可以照著走，就是我們所謂的

SOP」（B1）。訂定制度與辦法除了有助於機關推動公民參與的過程外，也有益於政

策成果的延續。以開放政府聯絡人這項制度為例，「OO市當初的代理市長，他要推

這個制度，可是實際上並沒有訂真正的機制，他只是用一個命令下來，可是因為有

時候首長換人了，你沒有正式的法制的時候，就歸零啦」（B7）。因此，若公民參與

這項目標缺乏明確的法制化，當政治首長更迭時，政策方向往往也改弦易轍，使得

公民參與的成果難以累積。 

（二）流程層次：提升內部授權、建立非正式溝通途徑 

本研究歸納出兩項公共機關推動參與機制的流程變革策略：「提升機關內部授

權」與「建立非正式溝通管道」。首先，公共機關在推動參與機制時，公部門需要經

歷決策權下放的過程。由於公民參與的提案設計或方案，其涉及的權責往往橫跨機

關內部多個單位或是橫跨多個部會機關；因此當機關給予承辦人員（例如開放政府

聯絡人）在內部的政治授權與相應的政治信任時，承辦人得以減少進行機關內部協

調與跨機關溝通的成本。也就是說，儘管「制度規定了一些制式面上業務應該怎麼

做，但過程的協調，推進的這些流程控制，我覺得 OO 部給 PO 很大的空間，也很

大的信任。最後我們呈報上去結果，基本上目前為止也沒有發現什麼問題」（B3）。 

建立非正式溝通管道是推動參與機制時第二項關鍵的流程變革策略。例如一位

曾長期擔任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受訪者，生動地說明了事前諮詢會議與沙盤推演會議

的重要性： 

我們就會很強調要有一個諮詢的會議，什麼叫諮詢的會議？應該說規劃會

議啦，沙盤推演的會議，這是過去比較少的，就是只要一成案之後，PO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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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去找業務單位，我們約個時間開會。...。我覺得如果要說運作流程上，

我覺得是多一點這種非正式形式的溝通。然後這個東西我們運作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先有這個，這個會議一結束之後，我們就會成立一個 line的群

組。所以每一個議題就有一個 line，所以等於一開始你先有一次面對面的

溝通，然後再把所有相關跨部會的人全部加到自己的 line群組，然後後續

大家問問題就在那個 line群組上面發生。（B11） 

上述的沙盤推演對於公部門在處理來自外部民眾的政策需求時，顯得相當重要，

因為機關內部可以藉由這個程序盤點機關現有的資源與限制，並藉此建立機關內部

的共識，嘗試為未來的政策方向「定調」。機關承辦人可能會透過通訊軟體等方式，

來建立非正式的溝通途徑，進而透過非正式的溝通網絡，用以更快速地進行資訊傳

遞與交換。 

（三）人員層次：推動知識管理與標竿學習 

公共機關透過「知識管理」與「標竿學習」等策略推動人員層次的變革，前者

提供人員在推動參與機制時必要的工具與知識，後者則為人員帶來持續推動的誘因。

就知識管理部分，機關內部透過知識分享平台或知識管理架構進行知識文件的建檔，

並可進一步作為文官推動開放政府時的「支援系統」，用以彙整與歸納當前的執行成

果與個案經驗。行政機關可以將「個案經驗的一些文件就是也把它留存下來，[透過]

內部有一個那個知識分享平台，就把這些東西整理好弄上去」（B10）。當知識文件建

立齊全時，「其實相對的在承接上來講，要在摸索的時間沒有很長，不用太長。我接

的時候，大概兩、三個禮拜吧」（B9）。是以，建立機關內部有關公民參與的知識庫，

可以讓新上任的承辦同仁快速熟悉重要事項與業務流程，掌握關鍵的利害關係人與

利害團體，降低人員在初接任參與業務時的壓力與所需要的摸索時間，進而提升組

織成員對於開放政府參與機制的接納度。 

標竿學習策略可讓開放政府的參與機制在組織內部擴散；同時，藉由提供一個

「優良」的操作範例或流程，有效降低新進文官或是新進承辦同仁，在面對開放政

府創新方案時的壓力。因為「標竿學習的導入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公務同仁其實蠻

積極的願意去做，但是你要給他好的樣態去學習。所以剛開始的典範案例當然會比

較辛苦，因為你沒有人可以學，但是當有一個做出來之後就可以讓其他機關來學習，

就比較能夠深化了」（B2）。推動開放政府方案的標竿學習，除了有助於降低公務人

員認知上的抗拒外，也有益於開放政府方案的政策擴散。一位受訪者以財政部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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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流程再造過程為案例，認為「如果它有績效那它就會擴大，一樣用剛剛那個

財政部報稅軟體當作例子，因為他現在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例子，想當然爾，如果我

今天是內政部，然後我有一個對民眾很重要的東西，網站也好系統也好，我們希望

民眾來用，我作為內政部的資訊承辦同仁，我有很高很高的機率，我會打電話問財

政部你們報稅軟體怎麼做的，互相打電話互相模仿優秀的範例或者是知名的範例這

件事情，是每一個公務同仁從考進來的第一天就會做的事」（B4）。可見組織內部則

可以透過標竿案例的設計與推廣，驅動基層同仁的模仿行為，進一步形成更全面的

政策擴散。2 

三、組織對應協力機制變革策略 

本研究的協力機制個案主要針對機關在公民科學與群眾募資等實踐進行探討；

然而，由於多數協力個案多是屬於實驗性質居多，因此在宏觀的結構與制度層次上，

並未能歸納出明確的變革策略。 

（一）流程層次：提升組織運作彈性、運用社群媒體製造黏著 

在組織流程的變革策略上，本研究歸納出「提升組織運作彈性」與「應用社群

媒體黏著參與者」等。首先，由於開放政府的協力機制強調公民可以在公共服務遞

送或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因此往往會與既有政府體制中的人事與會計

制度產生磨合問題。例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執行協力業務時，由於「政府在好幾年前

就已經人力精簡、總員額管控，所以機關常常會遇到那種我給你 100萬經費，但是

你不准聘人，你只能拿來買東西。我們都…噢！天哪！我快昏倒了！我需要的是新

鮮的肝。…。所以最後只能想辦法從不同的計畫裡面，這邊抽一點錢，那邊抽一點

錢，然後去聘一個人這樣的方式」（C1）。此時，推動協力機制的機關即需要針對內

部的人事進用流程進行調整，或是嘗試改善會計核銷流程，提出一個既符合當前人

事會計制度、亦可讓機關內部與共同協力的外部公民得以盡可能地減少共事的成本。

在教育部與青年共同協力的案例中，也發現同樣的情形。由於以防弊為核心的政府

                                                 
2  基於本文的研究途徑，作者建議未來研究需要謹慎推論本研究在微觀層次的人員認知變革上

的發現。首先，本文分析的標的為「推動人員認知變革的策略」，而非直接測量人員對於變革

策略的認知，因此在直接推斷變革策略與認知確實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上可能存有限制。此

外，本文的發現主要是透過質性訪談所得到的逐字稿、訪談筆記與作者觀察等資料而來，由於

所挑選的受訪者多是推動開放政府個案的主管或是業務人員，因此需要考量到受訪者在詮釋

變革策略的「效果」時可能會包含自身的主觀期待，未來研究或可針對這些人員認知變革策略

的受眾（例如接受標竿學習課程的公務同仁），進一步探討人員認知變革策略的實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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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核銷流程較為僵硬，容易使得政府機關與青年團體在協作過程中需要耗費大量

心力處理會計事務，因此權責單位後來也因應這項問題「改變了請款的方式，比如

說我們就是不再用補助款的方式而採用獎金的方式，或是採購的方式，採購的話就

指小額採購，小額採購十萬塊以下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彈性的一些…

就是調整」（C3）。上述這個開放政府協力個案所面對的問題與解決策略，反映了協

力價值的推動與達成，需要推行方案的組織在現有組織內部人事或是預算等管制較

為嚴密的面向，給予一定程度的彈性與鬆綁。 

第二項流程變革策略則是社群媒體的運用。運用臉書等社群媒體來建立參與者

的黏著度，並將社群媒體作為資訊交換的平台，是協力機制推動的一項重要策略。

過去的開放政府研究認為，政府機關可以透過 Web 2.0 或是社群媒體的運用，創造

政府機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Lee & Kwak, 2012; Wirtz & Birkmeyer, 2015）。「因

為臉書上的宣傳效果非常的好，因為對臉友來講，是一個 credit，不管甚麼物種都好，

他只要拍照，他對這個東西有貢獻的時候，大家看到的時候，他那個榮譽感就會出

來，所以我們的黏著率始終還是保持著」（C2）。在需要民眾協力的公民科學個案上，

本文發現社群媒體的運用除了有助於提升公部門與民眾間的互動外，更進一步地，

參與者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即時獲得參與後的回饋，進而提升後續的參與意願，為開

放政府的推動帶來正向循環。 

（二）人員層次：決策者參與、參與者增能 

協力機制的順利推行有賴高層管理人員的參與跟外部參與民眾的培力。首先，

高層管理人員需要透過實際參與來支持協力方案，而非單純提供態度上的政策支持；

更具體而言，政策推動者與高階管理者需要至少參與部分的實際推行，才有可能將

協力方案擴散到組織當中。以臺北市家暴地圖的推動為例，作為計畫推動者的受訪

者明確指出，「剛開始我一定要加入，不然就是[會變]說，我是一個發起者結果我都

沒有參加。一個部份我也不知道說，這樣子我實驗的方向，大家是不是一致的，另

外一個部分就是要有機關的支持」（C4）。本研究認為，由於協力方案多是不確定性

較高且具有實驗性質的個案，也涉及公務組織跟外部民眾或團體的互動，再加上法

律規範上的空白與不明確，承辦人在推行協力方案所背負的風險較透明或參與機制

來得高。因此，當實際決策者願意參與部分協力業務的推動，承辦人員即可以將責

任轉移到更上層的人員，進而降低課責風險，會更願意接納與推動新的變革。 

第二，參與者的培力與增能訓練是協力機制推動的關鍵要素。由於協力個案強

調讓具有專業知能的民眾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此角色介於公私部門邊界，雖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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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不能算是公務同仁的範疇，但本研究在此處仍是將其納入為推動人員的一部分。

因為從實際運作的視角來看，除了推行政策的官僚人員之外，協力個案的參與者也

是公共服務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研究發現，在公民科學的個案上，推動政策

的機關會適時舉辦訓練活動，來提升參與民眾的專業知能。更具體而論，訓練與增

能活動可能會帶來兩項效益。首先，提升民眾專業知能後，能夠進一步提升協力的

效率與成果；其次，增能活動也為民眾帶來自我的正向回饋，形成未來持續參加協

力活動的基礎。 

我們還會辦一些增能活動，就是你除了會調查、上傳資料以外，他有些人

他想要學，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去認識，或去進一步地了解這些物種，…，

所以我們會辦這樣的一個增能的一個訓練，就是讓這一些有興趣的人，他

可以具備更高的基本能力來去了解或幫忙做調查，甚至進一步他們就幫忙

我們做調查。（C2） 

四、不同開放政府機制間變革策略的比較與詮釋 

表 4 歸納本節的主要研究發現，以下將從不同的組織層次來說明不同開放政府

機制的差異與共同處。其次，將進一步詮釋與建構這些因應開放政府的組織變革策

略所代表的複雜性。 

（一）不同開放政府機制間的變革策略比較 

首先，在組織的結構與制度層次上，開放政府的透明與參與機制都需要機關修

訂相關的作業要點或指導原則，作為推行時的法源基礎，呼應依法行政這項公共價

值，也顯示明文規範對於推動開放政府創新可帶來的正向影響。此外，由於政府開

放資料的推動可包含資料產製、資料篩選、資料協調、資料發布、資料串聯、資料

發現、資料探索、資料運用與資料管理等一系列不同步驟（Attard et al., 2015, pp. 403-

404），絕大多數推動政府開放資料的機關，都會運用諮詢小組的形式來連結機關內

部業務與機關外部需求，並將各個階段的權責分配明確化，以確保執行時的順遂。 

其次，在流程層次上，不同開放政府機制具有高度的歧異性，機關會因應其個

案特性，彈性地開發出不同的流程變革策略。這些策略上的差異反映出不同開放政

府機制所追求的政策目標與價值上的差異。例如在政府開放資料中，資料的標準化

與規格化是一項核心目標，此時機關內部即會強調自動化與資料控管等策略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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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業務涉及政治權力與責任的分配、協調，因此政治授權與非正式的溝通模

式可能有助於其實務推行。協力機制強調公部門與私人單位間的互動，彈性運用人

力與經費，以及經營社群媒體以提升參與者黏著度，即成為行政機關有效推動協力

機制的關鍵策略。 

在人員層次的變革策略上，由於開放資料的成效與決策者、執行者對開放資料

的積極認知相關（Barry & Bannister, 2014; Huang et al., 2020），因此運用教育訓練對

機關內部人員進行「向內行銷」與「向上說服」是透明機制最為常見的變革策略。

其次，參與機制的過程需要政治協調等「技藝」（craft），因此特別會強調標竿學習與

知識分享等策略。協力機制則由於其實驗性質，決策者的實際參與跟外部民眾的增

能訓練，能為組織所推動的開放政府方案帶來效益。 

從不同的開放政府機制進行比較，行政機關基於所欲達成的開放政府價值，會

選擇相呼應的變革策略來推動開放政府個案。例如行政機關為推動開放資料，藉由

法規上的資料規格說明、自動化的稽核流程與承辦人員的資訊訓練等方式，從技術

層面達成開放政府追求的透明價值。在參與價值部分，機關首長的授權、非正式的

溝通管道與隱晦的政治知識訓練，凸顯了開放政府的參與個案具備的高度政治性。

在協力價值部分，儘管在宏觀的制度面向上未能發現明確的變革策略，但從流程層

次與人員層次的變革來看，組織需要具備高度的彈性與適應力，才得以更順遂地推

動與民合產的協力方案。綜整而言，有別於過去僅探討單一類型的開放政府個案（例

如我國多數學者常著重於探討關於透明價值的政府開放資料）等相關研究，本文透

過多個個案間的比較，發現不同機制所追求的價值與其主管機關在組織內部所推動

的變革策略之間具備一定的關聯性，並強調機關內部的組織管理是影響開放政府價

值產出的一項要素。此外，上述的組織視角是當前開放政府研究所缺乏的理論視角，

大部分研究聚焦於描述與定義開放政府前端機制，如開放資料、黑客松或網路參與

等機制的執行，而非從組織內部的觀點去理解推動開放政府的策略，因此本文的發

現應可為開放政府的理論完備性帶來一定創見。 

（二）反思與建構開放政府機制下的變革策略複雜性 

綜合本研究對於開放政府各項機制在不同組織層次間的變革策略討論，本段落

將嘗試從現有的研究發現中進行「二度詮釋」（second-order interpretation），也就是

為受訪者所提出的詮釋建構詮釋（ construct explanations for the participants’ 

explanations），以更進一步瞭解背後的複雜意義（Tracy, 2020, p. 7）。首先，本研究發

現官僚人員在執行特定的開放政府個案時，不同開放政府機制之間具有一個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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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舉例來說，在開放資料這項透明機制裡，仍可以發現公共組織會利用外部諮

詢會議等類似參與機制的策略，來推動開放資料；另外，在協力機制當中，適時地

利用資料公開的方式來黏著協力者，也是一項有效的策略。上述的詮釋呼應了部分

研究者所強調的，開放政府的多個價值之間具有相互增強的關係（例如 Meijer et al., 

2012; Lee & Kwak, 2012）。因此，推動開放政府的公務同仁雖然在組織策略的選擇

上會連結到特定價值的需求（例如資料規格需求、政治授權需求或協力者增能的需

求等），但其背後的決策邏輯可能仍是將開放政府視為一個「整體」的革新，而非單

獨的個案。 

其次，開放政府革新與公共機構之間的涵融，具備著動態的雙向關係。具體而

言，所謂開放政府革新在組織內部的涵融可包含兩個不同狀態，其一是公共機構轉

化了自身的組織要素去配合開放政府的推行，其二則是公共機構透過重新詮釋開放

政府的內涵，讓開放政府價值配合公共機構的行政專業需求。由於本文所選取的受

訪者多是研究個案的實際承辦人或是規劃方案的主管，這些受訪者大多數認同自身

單位已經投入相當大的心力在推動開放政府價值，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都是傾

向於前者（公共機構透過不同層次的變革去配合開放政府革新）；然而，在這個組織

變革過程當中，我們也注意到存在著許多讓官僚人員詮釋開放政府的空間，也就是

說，在實務上推動開放政府革新時，亦是存在公共機構重構開放政府價值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儘管許多受訪者都強調，開放政府的順利推行，有賴於完善的法規

與制度結構的規範；然而，這些制度與結構的形成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仍包含著仰

仗官僚人員的專業知能與決策視角。以政府開放資料的推動為例，公共機關雖然針

對政府開放資料設立了完整的作業要點與外部參與的辦法，但從法規層級來看，作

業辦法的制定與詮釋的權力仍是掌握於公共組織之中。在 Kornberger 等人（2017）

針對維也納市政府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Kornberger 等人提出了一個「公園」的

隱喻，3認為行政機關會透過官僚的專業視角「重構」開放政府的內涵，使開放政府

與行政機關核心的決策觀念不至於相背離。類似的情境也發生於我國。例如在 Join

平台等協力式政策參與過程中，權責機關回應民眾的論證方式，可能與政府機關既

有的政策方案或法規間存在關聯，並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參與政策的空間（張

鐙文、吳佩靜，2021）。或是在我國的電子化跨域治理研究中，同樣也發現政府推動

                                                 
3  Kornberger 等人（2017）運用「公園」隱喻來解釋開放政府和官僚主義間可能產生的內在矛盾

和衝突。公園象徵著一個明確的開放政府目標，只是這座公園由官僚機關建造的柵欄所包圍；

因此，開放政府可能僅僅是「開放已被鎖定的東西」，雖然表面上是開放大眾進出，但公園本

身仍然由官僚機構牢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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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政府整合服務的成效，仍是高度受到各層級的官僚機構與實體法規等組織面因

素的影響（胡龍騰等人，2013）。因此，開放政府這項帶有創新概念的政策，在實務

上的推行有時可能會有「妥協」於現有規範、組織結構或官僚專業詮釋，這個現象

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表 4 

不同開放政府機制間的變革策略比較 

組織層次 / 

開放機制 
透明機制 參與機制 協力機制 

結構 /  

制度層次 

 設立辦法與作業要點 

 設立開放資料諮詢小組 

 設立辦法與作業

要點 

 未能歸納出變

革策略 

流程層次 
 流程自動化 

 管考制度稽核 

 提升機關內部授

權 

 建立非正式溝通

管道 

 提升組織運作

彈性 

 應用社群媒體

黏著參與者 

人員層次 
 承辦人員教育訓練 

 爭取首長支持 

 知識管理 

 標竿學習 

 首長實際參與 

 參與者增能訓

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組織內部的觀點出發，歸納並比較了不同開放政府機制下的變革策略，

並進一步闡述不同機制所追求的價值與公共組織所推動的變革策略之間所具備的關

聯性與複雜性。以下依次說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研究貢獻與研究限

制。 

一、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發現可分為三點。首先，公共機構在因應不同開放政府機制時，其

在組織變革策略的採用上具有不同的樣態，而藉由結構 / 制度層次、流程層次與個

人層次的分析，本文細緻地討論了不同機制的異同之處。從承辦不同業務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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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強調的推動策略差異來看，可以發現透明機制的變革策略具有較高的技術性、參

與機制的變革策略重視政治授權、協力機制的變革策略需要有著高度彈性。因此，

基於不同機制在實務推動時的需求差異，未來開放政府相關政策可以在教育訓練時

加以區分，針對不同機制（或政策）所需要的核心職能規劃差異化的訓練或選拔，

讓執行開放政府業務的公務同仁得以具備相對應的核心能力。 

其次，本文發現開放政府多重價值之間的相互增強關係，例如在政府開放資料

中採用具有參與價值的諮詢策略，有助於透明價值的達成，當公共組織在推動開放

政府時，應注意到不同機制與價值間的互動與反饋，以及將開放政府視為一個具有

共通核心價值的整體，而非單純是為個別推行的政策。因此，一個整合性的方案除

了有助於統合不同的價值之外，也得以透過不同方案與執行機關間的連結，發揮開

放政府的綜效。我國政府在 2021 年所提出的「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國家

發展委員會，2021）即是一項例證，值得進一步深入觀察。 

第三，透過質性分析的二度建構途徑，本文發現開放政府革新與公共機構之間

的涵融具備兩種不同的狀態。除了公共機構進行組織變革以配合開放政府的推行外，

開放政府這項革新在實務上也可能會有「妥協」於現有規範、組織結構或官僚專業

詮釋。因此，負責推動開放政府的政府機關，可嘗試透過小型的實驗性政策或個案，

找出制度與組織設計的重要元素，以設計出符合官僚內部需求與開放政府價值的組

織結構與制度。 

二、研究貢獻與研究限制 

本文可對於開放政府研究與公共管理理論做出貢獻。首先，本文基於組織運作

的分析，補充了開放政府研究所缺乏的「後臺」視角，有助於深化開放政府在公共

組織內部是如何被形成、又是如何運作等問題的理解，可作為未來研究的基礎。此

外，本研究可為公共管理革新理論帶來貢獻。如 Pollitt 與 Bouckaert（2011, pp. 13-

14）指出，研究者在公共管理革新的「實踐」研究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以得到有意義

的成果，透過深描開放政府這項公共管理革新在公共組織內部的形成與運作，本研

究歸納了這項創新方案在「實踐」上的具體樣貌，並討論公共管理革新方案與組織

所推動的變革策略之間的關聯性與背後可能的複雜因素。最後，本文藉由多個開放

政府個案的比較與分析，探討了三個開放政府核心價值所可能對應的不同組織變革

策略，可為我國開放政府理論與實務發展帶來貢獻。具體而言，本研究檢閱國外有

關開放政府的定義與類型，並搭配豐富的國內個案來進行分類，分析不同開放政府

方案所採取的不同組織變革策略，有助於為開放政府的組織變革議題提出一個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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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輪廓，以及不同方案之間的策略變異。未來研究者可基於本文所提出基礎，從

組織理論的角度發展出研究假設並加以驗證，以更進一步探索開放政府研究與組織

理論間的連結。 

本文的主要研究限制包含兩點。首先是個案挑選的限制，雖然本研究試圖廣納

不同類型的開放政府個案，但我國的開放政府個案仍是以透明機制與參與機制為多，

在協力機制的個案較為缺乏。此外，這些方案仍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層次，在地方

政府層次僅有台北市政府發展出較具規模與完整性的方案。其次，本文基於研究主

題的焦點，大部分的分析都集中在「組織內部」；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公共

組織「之間」的關係經營亦是一個重要的變數。在開放政府創新方案之中，跨機關

間如何進行互動、如何形成協力關係、過程遭遇哪些障礙、有哪些有效的協力策略

等研究問題，亦是值得深化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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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對象彙整表 

編號 
編碼 

代號 
服務單位 個案類別 訪談時間 

1 A1 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開放資料 2020/06/23 

2 A2 交通部 交通部資訊匯流平台 2020/08/19 

3 A3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臺北市資料大平台 2020/09/29 

4 A4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開放資料 2020/12/10 

5 A5 財政部 財政部開放資料 2021/01/16 

6 A6 環保署 環境資料開放平台 2021/05/11 

7 B1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2020/07/06 

8 B2 國家發展委員會 JOIN 平台 2020/07/16 

9 B3 經濟部 JOIN 平台 2020/08/19 

10 B4 
唐鳳政務委員 

辦公室 
JOIN 平台 2020/08/20 

11 B5 
唐鳳政務委員 

辦公室 
JOIN 平台 2020/08/20 

12 B6 
唐鳳政務委員 

辦公室 
JOIN 平台 2020/08/20 

13 B7 國家發展委員會 JOIN 平台 2020/08/28 

14 B8 國家發展委員會 JOIN 平台 2020/08/28 

15 B9 內政部 JOIN 平台 2020/09/08 

16 B10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臺北市 i-Voting 2020/09/14 

17 B11 衛生福利部 JOIN 平台 2020/09/21 

18 C1 農業委員會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2020/08/28 

19 C2 農業委員會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2020/11/05 

20 C3 教育部 青年好政 Let’s talk 2021/03/29 

21 C4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臺北市家暴地圖 2021/08/2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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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 

1. 【機關名稱】推動【機關業務計畫名稱】等開放政府方案的契機是什麼？您是如

何在【機關名稱】內推動【機關業務計畫名稱】？ 

2. 為了因應【機關業務計畫名稱】的推動，【機關名稱】的規章制度或組織結構進行

了哪些調整與改變？調整過程遭遇哪些困難？ 

3. 為了因應【機關業務計畫名稱】的推動，【機關名稱】原有的運作流程進行了哪些

調整與改變？調整過程遭遇哪些困難？ 

4. 您認為【機關業務計畫名稱】的推動，對機關內工作同仁造成何種具體的影響與

改變？機關同仁在態度與行為上如何回應【機關業務計畫名稱】的推行？ 

5. 就您的經驗，您有哪些推動開放政府的實務經驗，可以供其他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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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Government Opens, Is its “Back 

Office” Ready?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for Open Government Reforms 

Tong-Yi Huang
 
  Zong-Xian Hua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what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have been adopted by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response to Open Government Reform. By selecting open 

government cases conducted after 2014 and interviewing 21 respondents such as agencies 

staffs, supervisors, and specialist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t three levels: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operation process, 

and individuals’ perception.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the revision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the amelioration of operation proc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mindset.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ggregates and compares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used by different open government cases, illustrating the linkage between 

diverse open government values and these strategies.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complements 

extant open government research through the lenses of organization change perspectives, 

linking open government research to organization theory. Our findings provide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how open government values formulate and operate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ope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change, open data, JOIN crowd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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